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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法律属性与刑法规制问题。通过法律文献分析和司法案例大数据研究，探讨

了醉驾电动自行车的法律定位的模糊性，司法裁判的不一致性以及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的不统一性问题。

通过研究发现，超标电动自行车存在性能与摩托车相似，危险性较高，但是公众对其属性缺乏明确认识，

所以导致违法行为频发。并且学界对危险驾驶罪的理解存在不一，而法律上对电动自行车未有明确界定，

造成执法困难。本文因此建议通过明确立法定义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属性，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执法采取

分阶段教育与惩罚措施，以强化法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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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egal attributes and crimi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oversized electric 
bicycles. Through leg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judicial case big data research, it explores the am-
biguity of the legal positioning of drunken driving electric bicycles, the inconsistency of judicial 
decisions and the inconsistency in law enforcement practice. Through th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oversized electric bicycles has similar performance to motorcycles and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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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er, but the public lack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its attributes, so it leads to frequent viola-
tions. Moreov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crime of dangerous 
driving, and there is no clear definition of electric bicycles in the law,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enforce the law. This paper therefore suggests that the attributes of oversized electric bicycles 
should be defined through clear legislation,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should be issued, and 
law enforcement should adopt phased educational and punitive measur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leg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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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我国的两轮电动车市场已经超过 4 亿辆。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

相应也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监管的不严格，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超标电动自行车。这些车辆不仅

具有人力骑行的功能，而且在最大设计车速、整车整备质量、外廓尺寸、电动机额定功率等方面均超出

了国家强制标准。自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纳入刑事处罚的范畴，便使得危险驾驶罪的起诉量

居高不下。与此同时，超标电动自行车在某些层面也成为该罪的参与者之一。对于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

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以王付宝、张磊、董晓松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将超标电动车界定

为机动车的法律依据并不明确[1]。且王付宝认为一般的二轮电动车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实际可能性，

同时行为人往往也不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不应当以刑法手段来规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醉驾行为[2]，
张磊则认为明确超标电动车的身份定位，并在规定出台前适用其他犯罪进行规制[3]。另一方面以李文华、

苏杰为代表的部分实务派则认为超过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依法应当被认定为机动车，其醉驾行为的危

险性达到了危险驾驶罪所规范的危险程度，因此可以构成危险驾驶罪[4]。近几年学者们主要聚焦在超标

电动自行车不构成机动车从而进行出罪方面的研究。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

电动车作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促进绿色出行的关键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通过危险驾驶罪

来规制超标电动车的做法合理性值得深思，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不仅包括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更多的是附

带性负面后果的影响。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是否存在刑法规制手段可以有效管控超标电动车。我们需要

权衡利弊、综合考量，以期找到既能保障公共安全又不过度限制民众自由的平衡点。 

2. 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定义 

超标电动自行车，这个词汇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它代表着那些在某些关键性能指标上超过了国

家规定的电动自行车。这些自行车之所以被称为超标，是因为它们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超出了旧版国家

标准所设定的门槛。根据旧国标的严格规定，一辆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应该具备脚踏骑行能力、最高车速

不得超过每小时 20 公里、整车重量控制在 40 公斤以内、蓄电池标称电压保持在 48 V 以下、电机的额定

连续输出功率限制在 240 W 以内 1。任何一项参数的超标都会使这辆车成为所谓的超标电动自行车。 
随着我国新国标的实施 2，对于电动自行车的标准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新与调整。新的标准下，许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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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规范(GB17761-1999)》。 
2《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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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不再直接使用超标电动自行车这个术语来描述车辆，转而使用了“违标电动自行车”。违标电动自

行车，顾名思义，指的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电动自行车，包括原有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原合标电

动自行车(即旧国标)以及新国标实施后生产的，或是未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的电动自行

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违标电动自行车都能达到新国标对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标

准的要求，这与本文讨论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定义有所不同。 
本文所述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在遵循原有旧国标时对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定义。然而，随着新国标

的实施，对超标电动车的定义也应随之更新。简单来说就是那些超出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标准要求的电

动自行车。 

3. 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刑法规制的理论争议 

3.1. 超标电动自行车之“机动车”争议 

在探讨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是否受到刑法规制的问题时，首先必须聚焦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被法

律界定为机动车。这一点在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一部分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

机动车的范畴。他们认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是绝对分明的：只有那些符合国家规

定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以及电动自行车才能被归类为非机动车，而超标电动自行车不在这一类别之

内。进一步地，这些学者指出，从技术层面上看，超标电动自行车已经满足了摩托车的一些基本条件，

比如时速超过 25 km/h。根据新国标，电动车被分为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三大类，

其中超过时速 25 km/h 的电动自行车显然应归入摩托车的范畴[5]。基于对安全的考虑，有必要将超标电

动自行车重新定性为机动车，因为它已经成为继摩托车事故之后最频发的车型之一。另一方面，也有观

点认为，认为超标电动自行车不属于机动车。他们认为，首先，机动车国标并不等同于部门规章，因此，

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是机动车。这种观点认为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视为机动车是一种不合理

的扩张性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其次，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面临诸多难题，例

如如何进行准确地登记、保险和牌照等方面的问题。再者，公众普遍认同超标电动自行车不应属于机动

车，这会导致打击面过于宽泛，影响社会和谐。最后，这种分类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社会效果

不佳[6]。 
笔者认为应当首先从相关技术条件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从时速等技术参数来看，超标电动自行车

已具备摩托车的基本特征。之所以对自行车和摩托车进行区分，主要是因为自行车相较于摩托车而言，

具有更佳的操控性和安全性。摩托车的重量和速度一旦失控，就可能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从这

个角度出发，超标电动自行车在技术层面已经具备了成为摩托车的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对电动车必要

的规制，许多人认为醉酒驾驶电动车并不构成犯罪，导致交通安全意识淡漠，横穿马路等违法行为频发，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2]。尽管目前法律上还未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为机动车，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公

众的认知和打击面来判断其属性。笔者支持认定超标型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这不仅有助于强化交通

管理，提高道路安全性，而且也能避免因法律定义模糊而形成的混乱局面。这样的做法能够更好地保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3.2. 超标电动自行车之“违法性认识”争议 

在现代社会中，危险驾驶罪作为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其定罪和量刑都需要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具

有明确的认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只有当行为人明知所驾

驶的车辆是“机动车”时，才能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故意。3这种观点强调了认识因素对于判断行为人主观

 

 

3(2020)宁 0425 刑初 68 号判决书中认为：案发当日其喝酒驾驶电动车也认为驾驶的是非机动车，主观上无危险驾驶罪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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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所驾驶的车辆属于“机动车”范畴，即便不具备

明确的认识，同样可以认定为具有危险驾驶罪的故意[7]。当前社会，大街小巷中到处都在宣扬着“喝酒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口号。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即饮酒后不应驾驶普通

小轿车或其他运输车辆。然而，当涉及电动自行车这样的新型交通工具时，人们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分

歧。特别是在一些小县城里，底层的群众对于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仍有疑问。据相关数据显示，将超

标电动自行车醉驾纳入刑法的人群呈现出一些特定的特征。这些人往往教育程度较低，年龄偏大，并且

大多从事着边缘性职业。他们生活在信息相对封闭、资源分配不均的环境中，加之信息资源的贫富差距

不断扩大，由此衍生出信息霸权、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歧视等诸多不公平现象。这类人群实际上是受困于

这些现象的受害者。因此，在处理刑法规制超标电动自行车时应当考虑到法理和人情的融合。法律不应

成为特权阶层的帮凶，也不应沦为底层民众的刑具。尽管“不知法不等于不犯法”的法律原则确立了一

个基本的认知底线，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能够以温情的方式引导那些因缺乏信息而无意触犯法律的个

体，或许能更好地实现法律的温情与公正。 
笔者认为，在违法性的认识方面，当第一次受到行政机关的处罚时，可以推测该行为人并不知超标

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而在第二次被处罚时，则可以认定他已经知晓超标电动车的属性，从而具有了危险

驾驶罪的故意。这种逻辑不仅有助于规范驾驶行为，而且还能够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通过

这种细致的分析和量刑标准，我们既能够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又能够体现出人性化的一面，实现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 

3.3. 超标电动自行车之“危险性”争议 

危险驾驶罪，作为一种抽象的犯罪类型，其本质在于它的成立并不依赖于行为的严重程度或是恶劣

情节。在现行法律体系中，通常情况下，只要驾驶者被证实实施了醉酒驾驶行为，即可以根据刑法的相

关规定推定其对公共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然而，这种基于“结果导向”的立法逻辑存在明显的争议和

不足。周光权教授对此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由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本身存在处罚早期化的问题，

实务上需要适度缓解使用推定方法直接入罪的弊端[8]。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醉酒驾驶的认定往往是依

据驾驶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决定的，而很少会综合考虑诸如个人的身高、体重、健康状况以及平时的

酒量等因素。这样的标准显然忽视了个体差异，而且容易造成对于醉驾严重性的误判。同时，在判定超

标电动自行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时，也往往缺乏对周边环境和驾驶者意识状态的全面评估。许多案件都

是因为交警在检查酒精含量时发现异常才立案，却忽视了对现场环境、当事人驾驶意识进行充分考量的

可能性。这种做法无形中增加了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范围，并且可能对无辜驾驶者产生不公正的影响。 
 就安全性而言，电动自行车相较于轿车的确具有体积小、速度快的优势，因而在理论上减少了发生

多人伤亡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公共安全风险就完全可控。事实上，由于这些车辆

的速度和尺寸，它们往往成为交通拥堵的推手，给交通秩序带来混乱，从而间接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

此外，由于超标电动自行车常常进行私自改装，这些改装可能涉及安全缺陷，比如制动系统的改变，这

无疑增加了乘客的安全隐患。因此，尽管从整体公共安全角度看，超标电动车的风险或许较低，但它仍

然是危险驾驶罪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点。 

4. 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 

4.1. 立法标准不明确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交通安全的监管是极为严格的，尤其是对驾驶行为的规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明文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作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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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行为，已被纳入法律的严厉打击范围之内。这里所说的机动车，泛指那些以内燃机或电动机等动力

装置为动力源泉，能够驱动车轮行驶的轮式车辆。这些车辆种类繁多，包括汽车、摩托车、三轮车乃至

更小型的电动交通工具等。当我们放宽对机动车的定义范畴，将目光投向更为广义的轮式车辆时，不难

发现，一些原本被视为非机动车或电动助力车的产品，如超标电动自行车，由于其设计和性能的特殊性，

也有可能因技术标准上的差异而被界定为机动车范畴。尽管如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经将

醉酒驾驶机动车定性为犯罪行为，并针对相关罪名进行了清晰界定，但在如何判定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

属于机动车这一问题上，法律层面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道路交通安全法》在界定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方面提供了一个明确框架。它首先指出非机动车主要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为动力的交通工具，而机

动车则是以动力装置为牵引，供人员乘坐、运送物品或执行工程作业的轮式车辆。然而，遗憾的是，该

法律并未对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具体性质给出直接定义。这就导致了一部分学者依据相关技术规范提出的

观点——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摩托车。他们根据国家标准委发布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提出

了摩托车的一个分类标准，即时速超过 50 km/h 的车辆。这一分类排除了电驱动的车辆，而将最大设计

车速不大于 20 km/h 的两轮车辆排除在外；同时，轻便摩托车要求设计时速不得超过 50 km/h，以此类

推，时速在 20 至 50 km 之间及以上的车辆，都被归类为摩托车。国内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进一步细化了电动自行车的速度限制，规定其最高车速不得超过 25 公里/小时。如此一来，部分超标电

动自行车在某些方面甚至符合摩托车的性能标准，而它们原本应当属于非机动车的范畴。正是因为这样

的标准差异，摩托车才会被归类为机动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标准委发布的这些强制性标准虽

然具有技术指导作用，但它们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这些标准的约束力并没有凌驾于更为复杂

的法律之上。这就形成了一个法律实践上的难题：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来判定超标电动车是否应被视作

机动车。 
此外，从上述法律和相关标准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超标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的问题不仅缺乏法律

依据，而且相关规范之间还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例如，《道路安全交通法》要求电动自行车必须在非

机动车道行驶，并且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15 km/h。而《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则将电动自行车的速度

限定在 25 km/h 以下，而《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则将摩托车的定义设定为时速 20 km/h 到 50 km/h
及以上。三种规范之间的相互矛盾和不统一，凸显出了我国在规范电动自行车时所面临的困境。这种规

范上的模糊性不仅给执法带来了困难，也影响了公民的日常出行安全。 

4.2. 司法裁判不一致 

最高法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 894 号林某危险驾驶案中曾指出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不宜定危险驾驶罪
4，主要有四点：一是认为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对“机动车”等概念术语应与相应的行政法规保持一

致，不能随意扩大解释；二是认为将超标电动车作为机动车管理存在较多困难；三是公众普遍认为超标

电自行车不属于机动车；四是将醉驾超标车等行为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打击面过大，社会效果不好。

尽管有最高法的审判指导案例，但是在实际基层法院的判决中因为各种因素的掺杂，仍然会出现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笔者以“超标电动车”“醉酒”“基层法院”“一审”“危险驾驶罪”为关键词在聚法案

例中搜索到自 2019 年至 2022 年共 83 个案例，其中无罪案例仅 1 例，其余 82 个案例均为有罪判罚。案

例检索显示出法院对于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打击仍然处于比较严厉的状态，但是这 1 起案例也显示出法

院在判决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的司法裁判的标准不一。综合来看，法院对于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有三种

不同的司法裁判标准，具体如下。 
第一种为法院判决有罪但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法院认为其驾驶的属于超标电动车，其主观恶

 

 

4由于超标电动自行车与电动自行车概念混乱，法院判决大多使用的是超标电动车，故而以超标电动车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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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对较小，对其可以从轻进行处罚 5。第二种情况是法院认定其属于机动车，并且有无证驾驶或者酒精

含量超过 200 mg/100ml，应当从重处罚 6。 
第二种为法院判决无罪。法院认为，“机动车”等概念性法律术语的理解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行政法

规保持一致。相关行政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有关部门也未将超标电动车按机动车

的要求进行管理。在此情况下，公众普遍认为超标电动车不属于机动车。所以，不宜将超标电动车认定

为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醉酒后驾驶超标(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的)二轮电动车的行为不构成危险驾

驶罪 7。 
除此之外经笔者对 83 个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有罪的判罚中，法院对于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依据酒

精含量的浓度判处缓刑的标准也不一样，在 83 个案例中，因为有的判决书未涉及酒精含量，在有酒精含

量的判决书中，有 3 份判决书显示被告人酒精含量超过 200 mg/100ml 仍然被判处缓刑，在其余案例中也

有未到 200 mg/100ml 被判处实刑的案例，尽管可能存在其他附加情况，但也显示出在醉酒驾驶超标电动

车这个层面，法院的判决仍然存在司法裁判不一的情况。 

4.3. 执法标准不相同 

在我国，对于电动车的管理规定极为严格，牌照制度亦是如此。根据国家制定的电动车分类标准，

电动车牌照分为三类：绿底白字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蓝底白字的轻便摩托车号牌以及黄底黑字的摩托车

号牌。当然在不同地方对于临时号牌的管理还存在一些额外的规定。这一系列的号牌设计旨在对不同类

型的电动车进行清晰区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在实际操作中，电动车车主在上牌时需要提交购车人的

身份证原件、购买凭证(发票)以及车辆的合格证书。对于摩托车，除了这些基本材料之外，还需要缴纳交

强险费用，以保障交通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电动自行车因其轻便快捷的特点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尤其

是由于它无需驾驶员驾照，以及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使得电动车市场得以迅速扩张。许多企业为了迎合

消费者的需求而拓展业务，大量生产商在电动自行车速度、载重等方面擅自违反生产技术规范标准，电

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赛跑”的情形越来越多[9]。这些电动车往往经过简单的灰色包装，便能获得绿底白

字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而有关驾驶人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意识，甚至不知道需要申请车牌，从而进行无

牌照驾驶。这种情况无疑增加了道路交通的混乱和风险。 
当交警执行执法任务时，他们会依据不同的执法标准来处理违规行为。首先是对于醉酒驾驶且没有

号牌的行为，各地交警的处理方式各有不同。一些地方的交警会对车辆进行详细鉴定，而另一些地方则

可能因为缺乏明确标识，而选择放过车辆所有人。至于持有号牌的电动车驾驶者，情况也有所不同。绿

牌或超标绿牌则可能会免除处罚，而黄牌蓝牌电动车则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甚至涉及刑事责任。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遵守规则的人反而会面临更严厉的处罚，而那些行事圆滑、试图规避法律制裁的人

则更容易逃脱处罚。这样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公安机关在面对类似案件时采取不同的判决标准所导致

的结果。这种差异化的执法策略虽然在短期内看似公正，但长期来看却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使得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5. 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刑法规制解决路径 

5.1. 立法明确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 

由上可知，当前关于超标电动车在刑法上的规制，其核心争议点在于一个关键性问题：超标电动自

行车是否应被视作机动车的范畴？为了解决这一争议，笔者建议最高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出台相

 

 

5具体案件可见(2020)内 0202 刑初 364 号判决书。 
6具体案件可见(2019)粤 1521 刑初 605 号判决书。 
7具体案件可见(2020)鄂 1023 刑初 265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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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司法解释或意见，以明确指出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并据此对其进行相应的规定与处理。这

样的做法可以有效地解决此类争议问题，因为现在大众对于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仍然没有广泛共

识，电动车管理制度及产品标准尚不完善，对超标电动车性质的认定应遵循谦抑性、适度、必要、合理

的原则[10]。笔者认为可以进行逃税罪那样的第一次行政处罚，第二次予以刑法规制的模式，使得预防与

惩罚相济，刑法规制更合理。即第一次被查到醉酒驾驶可以推测其不知超标电动自行车为机动车而给予

行政处罚并进行警示教育，第二次便予以刑事立案，以此来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和规制。除此之

外，立法部门应及时修改相关法律，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完善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规定，

比如统一规定时速不大于 25 km 的为电动自行车，大于 25 km 的为电动摩托车并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

相关部门也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技术标准使得法律、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标准一致统一，使得执法人员

和司法人员能够从容执法和裁判，缓解这一尴尬的难题。 

5.2. 统一司法裁判规则 

对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已从上文阐述了笔者的观点，若定义为超标电动自行车，则

需要考虑司法裁判统一性。最高法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司法实践，出台了具体的指导意见。指导

意见明确指出，对于那些因醉酒而驾驶机动车的人，法院将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包括被告人的酒精摄

入量、驾驶的车辆类型、行驶路况、速度、是否对他人或公共安全造成了实际伤害以及被告人是否有认

罪悔罪的态度等，以确保定罪与量刑的准确性。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也纷纷发文，

强调在办理危险驾驶案件时，不仅要关注血液中检出的酒精含量，还应全面评估驾驶行为可能带来的风

险。因此，笔者认为，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特别是针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案件，更应当注重从

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判断。首先，醉酒状态下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时，需要特别注意道路环境。由于超标

电动自行车本身重量较轻，速度较慢，加之其对未成年人的潜在危害大于成年人，因此在判决时应更谨

慎考虑事故发生地点是否在学校附近或闹市区等人员密集区。如果不幸发生在学校或闹市区，那么相应

地，该情形就应该被视为加重情节。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可以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参考因素之一，但

绝不应该是主要的判定依据。实际上，真正的醉酒状态还需以车辆驾驶人的日常表现和行为举止来判定。 

5.3. 多维度完善执法方式 

首先，我们必须确立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严禁任何未达到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流入市场。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负责制定并执行一套详尽的监管计划，确保所有在市面上流通的电动自行车均经过严

格的质量检测，具备合法的合格证和技术参数。同时，监管部门需定期开展电动自行车的专项检查行动，

对市场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那些违反规定的产品。针对电动自行车速度超标问题，监

管部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治。由于市面上存在一些电动车厂家为迎合消费者需求，私自解除限速

装置，导致实际行驶速度远超 25 公里/小时的法定限制。这不仅违反了国家关于电动自行车设计和制造

的相关法规，也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因此，相关执法部门应当加大执法力度，对这些违规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确保市场秩序的公平和公正。 
再次，在机动车登记制度方面，鉴于我国对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分别设有不

同类别的标准，监管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分类标准进行登记管理。对于不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不允许进行登记注册，以防止虚假登记和逃避法律责任的情况发生。通过这一制度，可以有效地控

制电动自行车数量，减少违法行为，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最后，在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人性化原则。对于初次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

行车且没有造成后果的驾驶者，应当给予警示教育，并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对于二次以上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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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则应当进行立案调查，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刑事处罚，以此形成强有

力的震慑作用。这样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又兼顾了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有助于提升公众的交

通安全意识。 

6.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学者争议观点以及司法裁判的实践现状，深层次地从立法、

司法、执法三方面来进行探讨，提出了应明确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统一司法

裁判规则、完善执法方面兼顾教育和惩罚的优化路径。在研究中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

894 号明确超标电动自行车不宜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但在阐述中认为机动车应与行政法规保持一致，

但是行政法规对于机动车的规定也存在不一致，所以超标电动自行车是一个集社会与法律之间的多维复

杂问题，解决思路不应只是从法律的制度上探讨，更应从行政机关执法、公民意识提升等方面加强，推

动法律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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